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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广义矩估计(GMM)、面板门槛回归(PTR)等计量模型考察数字经济、人力资

本红利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下，人力资本红利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高级

化进程。从不同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红利和西部地区的数据要素对于本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积极影

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数据要素积累到一定阶段将提升我国人力资本红利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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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我国正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2019年 11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标志着我国正式提出将数据要素作为生产要素纳入到国家

经济体系之中，也表明数据要素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2020 年 7 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

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数字技术的渗透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等渠道全面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当前，

我国正处于劳动力市场转型的关键期，劳动年龄人口供给量逐年下滑。我国劳动力不再处于无限供给状态，迎来了“刘易斯拐

点”,传统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1]。与此同时，我国当前已实现就业的劳动者

中大专学历以上的高技能劳动力所占比重逐年持续增加
[2]
。在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减少而高技能劳动力所占比重持续增大的背景

下，我国劳动力市场正呈现出从“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优势方向转变的特点[3],即劳动力总量减少，但劳动力质量提

升的新趋势将给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诸多新的影响[4]。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下，要保持现有的经济

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速度，我国应尽快由人口红利发展向人力资本红利发展转变[5]。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与通信技术设备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以其高边际产出的特点，一方面，通过“替代效应”冲击了低技能劳动力；另

一方面，通过“提升效应”提高了对原有岗位员工的技能要求[6]。因此，数据要素的发展对于劳动者和产业结构形成了多重影响，

从而也给部分升级速度较快产业中的企业发展提出了更多的挑战[7]。此外，人才要素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更为全面，数字化人才

将对于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产生更积极的影响[8]。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劳动力的数量、技能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对于不同产

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作用存在较大的差异
[9]
,而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要素投入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等优势将全面重塑我国的经

济建设体系[10]。进一步地，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效应和各类体制机制改革将持续挖掘我国人力资本存量的效能，通过

提高劳动者就业技能与产业技术的匹配度来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11]。鉴于此，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能否通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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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要素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充分激发我国现有的人力资本红利来加快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进程、推动我国产业向更高价值链攀升

值得深入探讨。 

总体来看，已有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在针对数字经济的测算和研究中将数据要素与技术进步要素视为一体，鲜

有将数据要素进行独立分析的实证研究；(2)关于数字经济、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学术论文较为丰富，但将三者结合

并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匮乏。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传统的技术进步变量中剥离出数据要素变量，并通过数据要素和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相结合的形式提出数字经济的一种表示方法，考察兼顾数据要素和人才要素及两者动态关系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作

用，以期丰富相关研究。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人力资本红利与产业结构高级化 

从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到新经济增长理论，都普遍认识到除了传统生产要素之外，人力资本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影响范围来看，人力资本作为个人拥有的能改善个体和社会经济福祉的知识、技能和素质，其对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

能产生持续性影响作用[12]。从影响方式来看，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主要是由人力资本结构的差异所造成的，人力资本质

量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性因素[13]。因此，传统发展模式下，依靠劳动力数量增加并不能持续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不同产业对于人力资本的需求层次也不尽相同。从分类来看，农业和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要

特征，相比于人力资本红利，其对于人口红利的需求更为直接。因此，人力资本红利对于传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突出[14]。

产业结构高级化主要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第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新业态为主要特点，表现出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发

展特征；此时，人力资本红利发挥的作用更大。故人力资本红利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产业结构高

级化发展需要创新性、竞争性和持续性的经济活力，人力资本红利以其高边际产出的正外部性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带来更多

可能性[15]。(2)从 2015 年开始，我国积极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质在于将传统经济模式中以量取胜的特征向以质取胜转

变，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充分发挥人力资本效能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16]。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表明，人力资本对于我

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且这样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区域间的异质性人力资本也决定了我国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动

态变化趋势[17]。综上所述，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的窗口期，创新型人才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所占比

例持续提高，这一趋势有利于实现产业持续转型升级。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1。 

假设 1我国人力资本红利的发展将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 

(二)数字经济下人力资本红利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及其机制分析 

工业经济的传统生产方式下，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等要素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重塑了传

统经济形态中的生产关系，以其协同性、渗透性、替代性等特征渐进式地改变了生产过程中其他各类要素种类和所占比例，通

过重构原有劳动分工与协作体系的破坏式创新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18]。伴随着第四次技术革命和经济新常态

发展的新趋势，数据要素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推动了产业结构跨越式转型升级[19]。一方面，数据要素的聚集衍生出了

各类平台的新业态，实现了各类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即通过数字技术的高渗透性特征推动了数字农业、数字工业、数字服

务业的发展
[20]

。另一方面，数据要素的积累和算法能力的提升，通过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的方式实现了以人才要素为代表的各类

传统生产要素更高效率的市场化配置，将在一定程度上破解工业经济下要素错配的桎梏，从多方面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21]。此外，数据要素的溢出效应通过劳动者技能提升的劳动力市场传导机制、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更合理流动的方式为媒

介实现各类产业技术的聚集和升级[22]。从影响机制来看，各类数字技术以数据驱动性、系统智能化、广泛渗透性的特征有效拓

展了我国自主技术创新的战略纵深，从而倒逼劳动力禀赋提升并助推相关新兴产业快速成长[23]。因此，通过数据要素的累积和

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深度激活的人力资本红利，将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并向更高水平迭代。可见，产业结构高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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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根本在于以人力资本红利为基础的创新力、竞争力和经济活力，且此趋势在数字经济时代尤为显著。基于此，提出研究

假设 2。 

假设 2数据要素积累到一定阶段，将提升我国人力资本红利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作用。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在数字经济时代，一方面，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传统要素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符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

规律；另一方面，以数据要素为代表的新要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强。与此同时，人才要素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

力，仍以其高边际产出推动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为此，基于高质量发展及要素多样化配置的理念，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Isuit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变量，Hcdit为人力资本红利变量，Digiit为数据要素变量，α 表示常数项及各解释变量回归

系数，Xit为控制变量，γi为地区 i的固定效应，δt为年份 t的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即地区 i在时期 t受到的随机因

素影响。为探讨我国数据要素积累的不同阶段是否会对人力资本红利产生阶段性影响，在式(1)的基础上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Hcdit为核心解释质量，Digi为门槛变量，r为门槛值，其余变量和参数设置与式(1)相同。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选取产业结构高级化(Isu)作为被解释变量。已有研究中表示产业结构的方式主要是第二、三产业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或

第三产业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考虑到我国数字经济产业赋能的特点，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来表示产业结构

高级化变量。 

2.解释变量。 

选取人力资本红利(Hcd)、数据要素(Digi)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设定为高技能劳动力，大专以下

学历的劳动者设定为低技能劳动力，人力资本红利变量采用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比值来表示[24]。当前，数字经济的

测度方法没有统一的标准，随着智能手机等设备的普及，数字经济领域的经济活动主要基于互联网数据量积累的运算衍生出的

新业务。基于此，根据我国互联网发展进程中数据要素积累的渠道和方式，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人均邮电业务量来表

示数据要素变量。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深度嵌入到各个产业之中，为此，构建数据要素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表示我

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Digi×Pgdp)。控制变量包括技术进步、人均物质资本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其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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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Tech)选取各地区发明专利数的相对数，人均物质资本存量(Pcap)选取各地区各类企业全部物质资本存量水平的人均值，

经济发展水平(Pgdp)选取各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城镇化水平(Urban)选取各地区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采用我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不包含台湾省、西藏自治区)2001-2018 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 2002-2019

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部分省份个别年份的缺

失数据采用插值法予以补齐。其中，除了产业结构高级化、人力资本红利和城镇化水平三个变量之外，其余各变量均进行了自

然对数处理，各变量的统计特征如表 1所示。 

表 1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Isu 540 1.032 0.534 5.022 0.497 

Hcd 540 0.169 0.181 1.435 0.020 

Digi 540 7.002 0.766 9.006 4.746 

Tech 540 6.824 1.797 10.883 1.792 

Pcap 540 9.685 1.054 11.893 6.674 

Pgdp 540 9.844 0.702 11.533 7.995 

Urban 540 0.510 0.148 0.896 0.240 

 

四、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静态面板模型检验 

选取 Stata16 作为检验工具，采用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门槛回归等方法进行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

模型中各变量均为存在单位根的非平稳序列，而各变量的一阶差分结果均在 5%与 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通过了平稳性检

验；协整检验结果拒绝了原假设，表明模型中各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Hausman和似然比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

型更为适合，因此，选用省份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见表 2)。 

表 2静态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Hcd 1.488
***
(0.142) 1.487

***
(0.097) 1.463

***
(0.096) 1.455

***
(0.097) 1.411

***
(0.098) 1.357

***
(0.101) 

Digi -0.180***(0.048) -0.181***(0.048) -0.178***(0.045) -0.173**(0.046) -0.148*(0.047) -0.438**(0.161) 

Tech 
 

-0.030*(0.012) -0.018(0.077) -0.050(0.076) -0.025(0.077) -0.046(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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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ap 
  

-0.189***(0.044) -0.180***(0.049) -0.186***(0.048) -0.187***(0.048) 

Pgdp 
   

-0.026(0.015) -0.006(0.055) -0.265**(0.102) 

Urban 
    

-0.644**(0.209) -0.713*(0.218) 

Digi×Pgdp 
     

0.036*(0.015) 

Constant 2.041***(0.342) 2.253***(0.370) 3.993***(0.509) 4.136***(0.591) 4.125***(0.586) 6.804***(1.305) 

N 540 540 540 540 540 540 

R2 0.930 0.930 0.936 0.936 0.947 0.949 

 

表 2 中各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伴随着各控制变量和交互项的逐渐加入，拟合优度持续提升，表明模型中各变量的选取具

有一定的科学性及合理性。其中，模型(6)中绝大多数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该模型具备较高的显著性

和拟合度。从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人力资本红利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回归系数达到 1.357,

表明我国现有的人力资本红利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提升和推动作用。数据要素变量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呈负相关

关系，表明当前我国数据要素的积累水平尚未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产生正向影响。交互项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达到了 0.036,

表明在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下，数据要素的积累将显著改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负向影响。究其原因，主

要是由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尚未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未来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 

控制变量中，人均物质资本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但呈现负向影响，表明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下，传统依赖固定资本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城镇化建设模式已不能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水平发展，也说明当前我国产

业结构高级化进程需挖掘高质量人才与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源。 

(二)动态面板模型检验 

静态面板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造成其检验结果的解释力不够突出，为此，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的差分广义矩

估计(GMM)方法考察数字经济、人力资本红利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显示，可以加入被解释

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和二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结果见表 3)。 

表 3的检验结果显示：各模型均通过了序列相关性检验及 Sargan检验，模型(1)～(5)接受了原假设，即所有工具变量均外

生且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表明五个动态面板模型变量选择的有效性，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基本呈现显著状态。从检验结果来看，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的检验结果显著，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红利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影响

最为突出，即人力资本红利每增长 1 个单位，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增长 0.441 个单位。数据要素的发展则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呈

现负向影响，表现为当数据要素增长 1 个单位，产业结构高级化将减小 0.301 个单位，表明在动态检验过程中，单一维度的数

据要素增加不能够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从交互项来看，数字经济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动态模型中数据要素的

积累将显著改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负向影响。在各控制变量中，技术进步变量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呈高

显著性的正向作用，当技术进步提高 1个单位，产业结构高级化能提升 0.079个单位。 

表 3动态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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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u(-1) 0.922***(0.007) 1.011***(0.010) 1.005***(0.010) 0.801***(0.052) 1.009***(0.039) 

Isu(-2) 
    

-0.263***(0.040) 

Hcd 0.372***(0.057) 
  

0.390***(0.093) 0.441***(0.127) 

Digi 
 

0.018(0.023) 
 

-0.947***(0.325) -0.301**(0.128) 

Digi×Pgdp 
  

0.002(0.006) 0.097***(0.304) 0.034***(0.013) 

Tech -0.020***(0.003) 0.015*(0.007) 0.018*(0.006) -0.022***(0.006) 0.079***(0.012) 

Pcap -0.057**(0.018) -0.036(0.020) -0.037(0.019) 0.010(0.062) -0.039(0.035) 

Pgdp 0.059**(0.020) 0.050(0.063) 0.038(0.072) -0.675***(0.230) -0.405***(0.115) 

Urban 1.264***(0.294) 0.407**(0.267) 0.373(0.259) 0.507(0.294) 0.574(0.434) 

N 480 480 480 480 450 

AR(2) 0.191 0.723 0.257 0.106 0.207 

Sargan(p) 0.212 0.227 0.227 0.130 0.115 

 

综合比较多个差分 GMM 模型的回归结果可发现，人力资本红利和数字经济发展都显著地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

数据要素的发展尚未能够给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实质性积极影响。因此，通过人才驱动战略并加快培育数字技术与经济发展相

结合的数字经济新业态，才能实现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 

(三)稳健性检验 

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红利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为检验结果的稳

健性，采用替换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方面，核心解释变量选择将大专及以上学历就业人员占总体就业人员的比重作

为原变量的替代变量；另一方面，选择滞后一期的数据要素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替换变量，同样，也替换了交互项数字经

济变量中的数据要素变量。在完成替换后，同样采用省份和年份双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 4)。 

表 4 中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各模型的拟合优度均较好，其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与表 2 中各个模型检

验结果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保持一致，且绝大多数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都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从而证明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较好。 

(四)异质性检验 

静态模型、动态模型以及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均表明，人力资本红利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具高显著性的积极影

响作用。鉴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技能人才、产业

集聚水平和数字化转型升级速度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区域间的异质性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异质性检验可

考察数字经济、人力资本红利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的影响作用(结果见表 5)。 

表 5显示，各模型的拟合优度均较好，人力资本红利和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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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作用不够积极和显著。究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我国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红利主要聚集在东

部地区，也印证了近年来东部各大城市“抢人大战”的突出成果；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在东部地区的发展较为成熟，其对于区

域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的影响更为显著。与此同时，虽然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进程呈现出一定的

抑制作用，但数据要素的聚集效应显著推动了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表明当前我国数据要素积累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将带动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其新经济业态的数字化赋能将通过间接影响推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 

表 4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Hcd 3.896***(0.294) 3.927***(0.293) 2.147***(0.315) 2.074***(0.317) 2.052***(0.315) 1.292***(0.107) 

Digi -0.070(0.200) 0.051(0.204) -0.443*(0.191) -0.464*(0.191) -0.426*(0.190) -0.483***(0.126) 

Tech 
 

-0.061***(0.024) -0.016(0.012) -0.020(0.021) -0.009(0.020) -0.020(0.022) 

Pcap 
  

-0.324***(0.031) -0.296***(0.035) -0.278***(0.034) -0.191***(0.039) 

Pgdp 
   

-0.112(0.060) -0.091(0.060) -0.322***(0.079) 

Urban 
    

-0.664*(0.229) -0.459*(0.210) 

Digi×Pgdp 
     

0.406***(0.047) 

Constant 0.544***(0.064) 0.922***(0.160) 4.110***(0.338) 4.984***(0.579) 4.858***(0.577) 6.439***(0.668) 

N 540 540 540 540 540 540 

R2 0.909 0.910 0.927 0.927 0.928 0.931 

 

表 5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Hcd 1.250***(0.122) -0.579(0.653) -0.069(0.370) 

Digi -0.649(0.364) -0.884(0.782) 1.518***(0.286) 

Digi×Pgdp 0.116**(0.039) 0.092(0.082) -0.163***(0.031) 

Tech -0.126***(0.038) 0.117**(0.047) -0.034(0.156) 

Pcap -0.131***(0.044) 0.279***(0.100) -0.150*(0.057) 

Pgdp -0.858
***
(0.313) -3.588

**
(0.674) 1.050

***
(0.255) 

Urban -1.168
***
(0.511) -3.605

***
(0.884) 0.335(0.215) 

Constant 8.691***(2.958) 33.859***(5.888) -7.292***(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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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98 144 198 

R2 0.977 0.830 0.801 

 

五、进一步讨论 

为进一步考察数据要素、人力资本红利与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的作用机制，特别是数据要素的不同积累规模对产业结构高

级化边际影响的变化趋势，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PTR)对原模型进行重新估计，考察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门槛效应。

通过门槛个数检验发现，本文的模型更适合选择单一门槛，数据要素变量的门槛值为 6.672。因此，选择数据要素变量作为门槛

变量来考察人力资本红利变量在其不同数值下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的不同影响(见表 6)。 

表 6门槛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门槛回归 

Hcd(Digi<6.672) -0.185(0.098) 

Hcd(Digi>6.672) 0.193***(0.048) 

Isu(-1) 1.021***(0.010) 

Tech 0.063***(0.024) 

Pcap 0.019***(0.005) 

Pgdp -0.031***(0.007) 

Urban 0.124***(0.045) 

N 510 

R2 0.986 

 

表 6 的门槛模型检验结果中，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全部显著且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检验结果表明：当数据要素变量的

值较小时(小于门槛值 6.672),人力资本红利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当数据要素变量的值大于门槛值

6.672时，人力资本红利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性特征产生反转。当数据要素积累到一定阶段后，人力资本

红利将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即人力资本红利每提升 1 个单位，能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 0.193 个单位。显然，近年

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才要素和数据要素已经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好发展态势，协同助力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跃进。各

控制变量回归系数结果与前文部分模型的估计结果类似，其中，技术进步、人均物质资本变量和城镇化发展显著加快了产业结

构高级化进程，但其作用尚未达到人力资本红利的效用水平。 

总结来看，静态模型、动态模型的检验结果都表明人力资本红利有助力于推动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且这样的结果在

我国不同地区有所差别。门槛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当数据要素积累到一定阶段，将提升人力资本红利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

响作用，验证了两个研究假设。因此，我国需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特点统筹规划人才要素与数据要素，以形成更高效率的要素

资源配置模式，从而实现数字经济、人力资本红利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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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表明：(1)人力资本红利显著地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从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红

利显著推动了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而中西部地区由于人力资本红利的相对匮乏，导致其尚未对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

形成积极影响。因此，针对我国不同区域需要实行更科学的人才要素资源配置方案。(2)当前，我国数据要素的发展不能直接作

用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但能通过与新经济业态结合催生的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从不同地区来看，数据要素

的发展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呈现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数字经济发展尚未展现出这样的影响作用，表明当前我国数

据要素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发展尚未全面推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3)只有当数据要素积累到一定水平，才能激发出人

力资本红利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的积极影响，这也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必须结合我国人力资本红利的优势才能真正发挥其最

大效用。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如下：(1)要持续提高劳动力供给质量，以延长人力资本红利的积极效应。相比于数据要素，

人力资本红利所代表的人才要素在各模型中的表现都更积极、更稳健，表明要推动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仍在于充分挖掘我国现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强未来人力资本质量。因此，各地区应当继续推进各类经济体制机制改

革创新，通过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特别是加快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进程，推动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的驱动力从“人

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从而加快推进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目标的实施。(2)加快发展各类数字经济新业态，以数

字经济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数据要素对于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积极影响必须结合各类新经济业态。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处于上升阶段，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的影响作用仍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在我国“十四五”规划中，发展数字经

济是重要议题，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我国加快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关键举措。因此，应推动数据要素和各类实体经济融合

发展，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加快建设产业互联网，进而通过产业内和产业间“数字赋能”实现企业内和企业间的“数字使能”。

(3)以新基建加速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人才要素与数据要素协调发展。当前，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

加快以人才要素为代表的各类要素市场化配置进程，从而破解由于人才要素资源供需错配等问题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阻碍。

基于此，各地区应加快制定数据要素和人才要素相结合的发展规划，破解传统的数据孤岛、人才培养与企业用工需求不匹配等

问题，实现“数据链”“人才链”“产业链”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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